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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呼喚現代化到反思現代性

⊙ 陶東風

 

 

90年代中國學術─思想界出現了一些新的走向與趨勢，其中之一即是所謂「現代性」反思，

它的核心或許可以概括為對於現代化理論的批判性審視。這一點形成了90年代中國思想狀況

與80年代的最鮮明對比，同時也對深受現代化意識形態支配的中國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提出

了嚴峻挑戰。

國民性批判：民族新生之大道，還是「他者化」之歧途？

80年代支配中國人文─社會科學界的主導話語之一，無疑是60年代流行於美國的現代化理

論，其具體表現就是自覺以「五四」繼承者自居的、反傳統的文化啟蒙工程──改造「國民

性」。在中國，「國民」概念是與現代民族─國家觀念同時出現的，而國民性改造則是在西

方現代性衝擊下出現的一種文化與文學話語。正是這種衝擊直接喚醒了中國人的民族國家意

識以及對於民族文化的探索熱忱。只有這樣，才能理解「中國研究」為甚麼總是專注於所謂

「中國特色」，並受到「中國／西方」這一二元論式的強有力支配。深受現代化意識形態影

響的80年代中國知識界認為：世界上只有一種現代性，即西方資本主義現代性，它具有普遍

性，中國傳統文化是現代化的主要障礙，因而中國現代化的前提性條件就是反傳統。現代化

理論對於80年代中國人文─社會科學的支配地位在文學、美學、哲學、史學與熱極一時的

「文化討論」都可以發現，我們可以把這些領域中的思潮叫做「呼喚現代化」。80年代的文

化反思同時涉及到對於改革前的社會主義（或曰傳統社會主義）的反思。在現代化理論的解

釋視野內，前蘇聯模式的社會主義以及改革前中國的社會主義，在理論與實踐上都是現代性

的反面（等於前現代或專制主義）。批判傳統文化與清算極「左」意識形態（社會主義）是

具有內在關聯的文化啟蒙與意識形態改造工程。這個思維定勢在文學與社會文化研究中的直

接結果，就是把改革前中國的「社會主義」排除在現代性視野之外。這樣一種支配80年代中

國思想界的「現代化」解釋模式，在90年代遭遇到了許多學者來自各個方面的質疑，我們可

以把這些質疑統稱為「反思現代性」思潮。這種質疑就對象而言基本上是相同的，即現代化

理論及其體現的西方資本主義現代性或自由主義（特別是西方中心主義、普遍主義、線形歷

史觀等），其分析中國問題的視角也不乏相似之處，即從國內的語境轉向國際關係，強調要

在資本主義全球化語境中重新思考中國的歷史經驗與現實問題。有鑒於此，本文的疏理主要

從現代性反思的理論資源的差異與側重來分別之。

第一種反思現代性的思潮主要是來自中國版的「後學」（包括後殖民與後現代），之所以說

它是「中國版」的，是因為它在很大程度上已經違背了後學的西方「原版」的理論旨趣與批



判取向1。如果說五四以及80年代中國文化啟蒙主義所理解的現代化過程，就是以西方現代文

化（尤其是科學與民主）為武器批判中國傳統文化，並在此基礎上建立新的民族國家與民族

認同；那麼在90年代一篇明顯受到後殖民主義理論影響、很具代表性的文章中，中國的現代

化過程就從現代性反思的角度得到了完全不同的解說。文章認定，在中國語境中，現代性的

「獨特含義」是「中國的『他者化』竟然成為中國的現代性的基本特色所在」2。現代化的過

程不僅不是新的民族身份生成的過程，相反是一個民族身份徹底喪失（他者化）的過程，因

而啟蒙話語（自由主義或資本主義現代性）帶有殖民主義的深刻烙印3。在這裏沒有必要詳細

討論這篇文章的描述是否準確，而只需指出：第一，用現代性／傳統性或西方／中國這樣的

二元對立來言說中國歷史的方式，乃典型的西方現代性話語，因而它根本無助於消解、相反

卻複製著它所批評的二元對立或「現代性」；其次，這種以自我／他者為主軸的歷史─文化

描述恰好具有西方後現代與後殖民所要解構的本質主義特徵4。中國版的「後學」一方面在批

評西方現代性話語的普遍主義與西方中心主義的時候，訴之於西方後學的反本質主義；另一

方面又悖論式地持有另一種本質主義的族性─身份觀念與華夏中心主義情結，試圖尋回一種

本真而絕對的中國身份（「中華性」），並把它與西方「現代性」對舉，構成一種新的二元

對立。

急切的「本真性」焦慮不但導致部分「後學」批評家對於西方後殖民主義的誤讀，而且導致

它對於中國當代社會轉型的為我所用式的武斷描述──目的在於說明這個轉型既是現代性的

終結，也是對於西方中心主義的超越。那個據說一直延續到80年代末的「他者化」（現代

化）過程，到了90年代卻又被突然宣告「終結」，中國已經從「新時期」（現代性）進入了

「後新時期」（後現代性）。諷刺的是，文章從政治、經濟、文化各個方面對這個所謂「終

結」所給出的「證據」（比如巿場化、世俗化等），無論是在西方還是中國，顯然都是現代

性過程的一個部分（從這個意義上說，現代性反思與巿場意識形態批判的聯盟倒是更合乎邏

輯）。把這些明顯受到西方國家巿場經濟（包括理論與實踐）影響的轉型拉扯成甚麼「『他

者化』焦慮的弱化與民族文化自我定位的新可能」，或把「小康」這個徹頭徹尾的中國式實

用主義發展意識形態美化為對現代性「發展」觀的「超越和重造」5，無非都是為了「證明」

中國的社會轉型是對西方現代性的超越，從而滿足了本真性的訴求。

在一個日益全球化的時代，部分中國「後學」批評家重建文化認同、尋求現代化的不同道路

的努力是可以理解的，對於現代化理論以及五四以來文化啟蒙工程的反思也是完全應當的。

問題是這種努力的理論與實踐意義都取決於我們從甚麼樣的路徑出發來做這一重建工作。如

果我們把「本真性」的標準絕對化，那就必然會引發嚴重的價值危機與民族對抗。這裏所謂

的「絕對化」是指把族性的標準無條件地凌駕於其他價值標準之上，成為文化評價的最高

的、甚至唯一的標準。一種本質主義的、一元絕對的、非此即彼的族性觀念，必然導致不同

的文化之間無法進行理性的對話與溝通。

從現代化理論到世界體系理論

第二種反思現代性的理論資源來自「依附理論」與「世界體系理論」。如果說現代化理論是

一種局限於民族國家內部的發展或現代化理論，那麼，世界體系理論則意在突破民族國家的

界限，在不平等的世界體系中解釋發展與不發展。這個理論在90年代末流行於中國學界，成

為反思西方現代性的主要依據之一。認識論路徑的這種轉換直接導致或潛藏著對於西方資本

主義現代性以及五四至80年代以國民性改造為核心的文化啟蒙規劃的挑戰（比「後學」的挑



戰遠為深刻尖銳）。如果說，在現代化意識形態支配下的中國啟蒙話語要在中國的傳統文化

內部尋找現代化滯後的原因，那麼，90年代中國部分學人在世界體系理論啟發下反思現代性

的思潮，其認識視野已經從民族國家內部轉向民族國家之間，對於國家間，尤其是中國與西

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間的不平等關係的解釋與批判，已經在很大程度上取代了對於國內傳統

文化與改革前社會主義的批判，並因而構成了與80年代的根本區別。如汪暉指出：「在生產

過程和貿易過程跨國化或全球化的歷史語境中，民族國家也已經不是自明的分析單位」，

「在跨國資本主義的時代，……對中國問題的診斷必須同時也是對日益全球化的資本主義及

其問題的診斷，而不能一如既往地援引西方作為中國社會政治和文化批判的資源」6。汪暉實

際上要強調的是：在一個資本主義全球化的時代，深深地捲入了這個過程的中國在很大程度

上也已經資本主義化，因而對於資本主義現代性的批判實際上不能說是只對資本主義有批判

意義而與中國無關，它同時也是對於中國社會問題的診斷。這一看法儘管部分地來自對於90

年代中國社會文化新狀況的觀察，但是世界體系理論等的影響無疑也不能忽視。可以說，對

於90年代中國社會文化性質的不同判斷，或者說，對於中國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已經資本

主義化的不同判斷，是造成當前中國知識份子分歧的根本原因。

當以民族國家為框架、以中國／西方以及傳統／現代的二元對立為基本模式的研究範式受到

質疑以後，必須重新反思的兩個主要問題就是：（1）五四以來新文學對於傳統文化的批判、

對於國民性的反思是否陷入了現代化意識形態的陷阱？是否存在前提性的錯誤？如果中國的

所謂「落後」並不是自己的文化傳統之過，那麼，自五四開始的文化反思與文化啟蒙不是冤

枉了自己的「祖宗」而放過了真正的「元兇」麼？（2）1949年後的社會主義中國所追求的獨

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國家發展方針有無重新評價的必要？如果說在現代化理論看來這種所謂

「自力更生」無異於自絕於世界性現代化進程，那麼，從世界體系理論的視野看，這不是恰

好體現了擺脫全球性資本主義束縛、探索獨立發展道路的「脫」戰略嗎？

首先必須指出的是，在《現代世界體系》一書中，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明確

地把自己的分析限制在殖民時代。他指出：殖民時代的非洲部落既然已經成為殖民體系的一

部分，它當然也就不是一個自律的主體，對於它的研究也就不能不考慮其與宗主國的關係7。

這就為現代世界體系理論的運用設定了範圍，也就是說，只有在進入殖民時代並成為殖民地

國家以後，非洲以及其他第三世界國家的不發展才能到「外部」（不平等的世界體系）去尋

找原因；同樣，只有在進入殖民時代以後，西方國家的發展才與其「中心位置」之間出現了

不可分離的關係。至於決定現代世界的中心─邊緣格局以及各個國家的勞動「分工」與角色

地位的最初原因是甚麼，恐怕很難用不平等的世界體系本身來解釋。

這樣，世界體系理論在解釋中國問題時就應當受到限制。我們要問：中國是不是一個殖民地

國家？殖民帝國的政治法律制度在多大程度上支配了中國的現代歷史？進而言之，即使殖民

狀況是導致中國發展滯後的重要原因，這個論斷顯然不適用於中國的「殖民」時代之前。何

況即使在進入殖民時代以後，一個國家的發展與其內部原因就沒有關係了麼？如果內部原因

不是唯一的、根本性的，那麼外因是否同樣如此呢？第三世界的不發達，是否真的只是因為

世界體系的不平等？對此，學界至少有不同的看法8。如果說現代化理論不能自洽地解釋第一

世界的發達與第三世界的不發達，那麼，世界體系理論同樣不能。更須追問的是：當我們把

中國的現代化滯後完全歸結為西方列強強加的一系列不平等關係時，我們是否在變相地為自

己開脫？我們不能因為中國的發展滯後具有以前所忽視的外部原因，就迴避對於自己政治與

文化的內在弱點的批判與反思。就人文─社會科學研究而言，我們可以而且應當反思中國激

進思想界在現代化理論的影響下對於傳統文化作了簡單化的全盤否定；但是，卻不能因此而



全盤否定反思自己文化傳統的必要性，也不能把西方文化簡單地等同於侵略文化（更何況西

方知識份子自己從來就沒有停止自我批判，包括對於西方中心主義與殖民主義的批判）。啟

蒙與國民性批判是一個值得反思、修正與完善的工程（世界體系理論就是這方面的重要理論

資源之一），但卻不是一個可以簡單否棄的工程。

社會主義、自由主義及其他

反思現代性的第三個進路有人稱之為「新左派」的進路，本文不完全認同這一稱謂，因為被

歸入其中的學者與學術觀點差異甚大，很難一概而論9。本文所討論的，只是這一反思進路中

與社會主義、資本主義以及自由主義相關的若干問題。但是為了行文方便，偶爾也使用「新

左派」這一術語。

首先是對於社會主義現代性的認識問題。如上所述，80年代文化思潮的主流是把社會主義視

作現代化（以及現代性）的對立面。這實際上是說，只存在一種現代性或現代化道路，即資

本主義（自由主義）的現代性或現代化道路；而90年代現代性反思中出現了另一種思路：從

一種現代性模式理論轉向多種現代性模式理論。具體到中國的情況，中國的馬克思主義（毛

主義）與社會主義也不是甚麼現代性的反面，而是另一種現代性方案，是以批判資本主義現

代性為特徵的現代性話語10。

相應地，改革前的社會主義與改革以來的「社會主義」的分別，也就不是甚麼現代性與前現

代性的區別，而是不同的現代性方案的區別。這與80年代學界普遍從本國語境、從建國後30

年的歷史教訓以及知識份子個人的生活遭遇出發，把傳統的社會主義視作現代化的反面形成

了有趣的對照。這一點必須得到足夠的強調，它表明90年代反思現代性的部分學者已經轉而

從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角度、從批判資本主義現代性的角度重新思考社會主義的意義，或者

更準確地說，從比較的意義上探討西方資本主義現代性與社會主義現代性的關係、區別以及

正、負面意義與價值。其結果首先是導致對於中國的社會主義實踐（包括大躍進與文革），

尤其是毛主義的重新評價。

應該承認，把中國的社會主義實踐納入現代性視野中考察有其理論的合理性與現實歷史的針

對性。這個新的視野不僅對於中國解放後30年的社會主義實踐提出了不同於80年代的理解，

同時也將挑戰對於中國社會主義文學及其他理論思潮的主流詮釋。在中國解放後的歷史與文

學敘事中，在小說《創業史》、《紅旗譜》、《金光大道》、《艷陽天》等以及所謂「樣板

戲」中，無不籠罩著現代性的思維模式，如：目的論的歷史觀和世界觀、線形發展的時間觀

念、新與舊的二元對立，以及與此相關的關於新時代、新社會、新人、新文學等的神話。甚

至「革命」這個文革時期出現頻率最高的詞彙，也瀰漫著現代性的氣息。從現代性反思角度

看，二十世紀的中國人文社會科學主流根本上都從屬於相同的「認識─話語型」（即「現代

性」），而這一點恰恰被我們的學界所忽視。

然而，把社會主義也視作一種現代性的方案決不應當是簡單地替社會主義（包括它的文學）

「翻案」。恰恰相反，它的目的應當是把現代性反思推進到總體性層次。或者說，現代性反

思既然把社會主義也視作一種現代性方案，那麼，它反思批判的視野就應當同時涵納資本主

義現代性與社會主義現代性，而不能僅僅因為後者具有批判資本主義現代性的「特色」而無

條件地美化它。然而遺憾的是，如果說80年代中國思想界的主流是把社會主義簡單地逐出現

代性了事；那麼，90年代有些持有社會主義立場的人，則常常僅僅因為社會主義現代性對於



資本主義現代性的所謂「批判意義」或「抗衡意義」，而將之全盤肯定，卻忽視了社會主義

現代性在許多方面與資本主義現代性的同源同根關係，也沒有深入地反思社會主義現代性實

踐在前蘇聯與中國所造成的教訓（這個教訓至少比資本主義現代性在西方的「教訓」更加觸

目驚心）。也就是說，他們把與西方資本主義的不同當作了肯定社會主義現代性的唯一的與

至高的理由。結果是，反思現代性在有些人那裏成為對於中國「偉大革命」，如群眾造反運

動、上山下鄉運動、《鞍鋼憲法》等的熱烈讚頌，社會主義現代性實踐的巨大失誤卻沒得到

應有的反省11。

當然，在對於社會主義現代性的認識與評價方面，被歸入所謂「新左派」的學人之間是存在

差別的。比如汪暉對中國傳統的社會主義有自己的反思12。「新左派」的理想似乎是要在資

本主義與社會主義之外尋求「制度創新」，或尋找既不同於資本主義也不同於傳統社會主義

的現代化的「不同選擇」。但是，相對而言，他們把對於資本主義現代性的批判置於優先地

位也是不可否認的事實。

與此相關的另一個更具爭議性的問題是，如何認識中國與西方的不同語境，並把現代性反思

深植於中國的歷史與現實。顯然，西方左派對於資本主義現代性的反思是一種資本主義語境

內部的自我批評與自我完善。在西方，社會主義現代性從來是一種邊緣化的批判聲音，而實

踐中走的是資本主義現代化道路；而在中國，資本主義現代性或所謂自由主義從來沒有真正

實現過，相反實行了很長時間的社會主義13。當今大陸堅持啟蒙或自由主義立場的學者正是

在這一點上與所謂「新左派」存在極大分歧，他們堅持自由主義從來沒有、至今依然沒有在

中國成為主流。相反，對於政治自由的抑制以及由此孳生的一系列社會政治問題（如中央集

權、文化專制、計劃體制、權力尋租、官員腐敗等），以前是、現在仍然是腐蝕、敗壞中國

社會健康發展的根本原因。因此，對西方現代性的反思（無論是「後學」還是世界體系理

論、新馬克思主義、批判法學等）於西方或許是良藥，而在中國則難免「避實就虛」、「畫

餅充飢」乃至「淮橘為枳」14。

值得指出的是，對於資本主義現代性持批評態度的人經常提醒我們注意在全球化的時代國內

權勢集團與跨國資本的勾結，或畸形的巿場導致的公共空間的萎縮、社會的嚴重不公，這無

疑是有益的；但是他們籠統地指斥中國的「自由主義者」擁護權力巿場化、反對民主與社會

公正等，顯然以偏概全。事實上，被稱為「自由主義者」的群體是極為複雜的，但相當多的

批判自由主義的文章，很模糊地把所謂「自由主義者」指認為權力巿場化以及社會不公的擁

護者，認為他們「限制政治領域的公共性和人民主權的政治原則」15。但常識告訴我們，真

正的自由主義者絕對不會簡單排斥民主，更不可能反對公正。實質性的區別在於：自由主義

者認定權力私有化與社會不公的真正根源是中國的舊體制，而不是甚麼「西方現代性」（自

由主義現代性），因而要想告別「權力私有化」不但不能把改革前社會主義（如「經濟民

主」）重新供起來，而恰恰是要強調自由主義的公正原則。

90年代全球化情形下出現的國際資本與國內權力集團的勾結是一極為複雜的現象，外因與內

因都不能忽視。一方面，把它完全歸罪於所謂「資本主義現代性」至少是片面的；另一方

面，90年代的中國問題在一定程度上確實已經不能在單一的社會主義語境中解釋。但是誇大

中國資本主義化的程度無疑會忽視中國是在社會主義體制基礎上進行現代化建設，中國的

「資本主義化」（無論是巿場化還是世俗化）因此是具有中國社會主義特色的。一個極其誤

導性的推斷是：全球化（尤其是資本運作的全球化）已經使得中國與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差

異性變得非常之小甚至可以忽略不計，因此，80年代對社會主義的批判已經過時，現在我們



面臨的主要問題是資本主義的全球化及其在中國的肆虐。這實際上是把資本主義本質化、一

體化，沒有看到西方資本主義作為一種社會實踐在中國必然經歷本土化的改造。比如有人認

為，如果在90年代仍以文革及其「遺留問題」作為理論思考的大背景，就有「白頭宮女在，

閑坐說玄宗」之嫌16。這實際上是說以中國改革前的社會主義作為思考中國問題的參照已經

完全過時了。事實是否如此？現在的中國早已不是文革時的中國，這是無可否定的事實，但

是中國到底在多大程度上已經資本主義（自由主義）化了？這種新生成的「資本主義」具有

甚麼樣的中國特色以及為甚麼有這樣的特色？如果說，在90年代只以文革以及文革遺留下來

的問題作為理論思考的大背景已經過時，那麼，在今天只以全球化或資本主義化作為思考中

國問題的大背景是否就很合適呢？其實，我們同樣可以在中國發現大量所謂「文革」（如果

把它理解為改革前社會主義的代名詞的話）遺留的問題，它與中國的全球化或所謂資本主義

化過程同時存在，更主要的是，當我們忙於在理論上爭論中國是停留在「文革」還是已經進

入資本主義，或兩者誰佔多少比例的時候，中國的現實已經悄悄地進入既非社會主義又非資

本主義、既是社會主義又是資本主義的新階段。

可以說，對於中國國情的不同認識是90年代現代性反思各派與所謂「新啟蒙主義」者的主要

分歧所在。正是這種對中國現實的不同認識與定位，導致他們對於西方理論的不同取捨以及

批判話語的不同建構方向。因此，對於中國國情的全面而準確的定位，應當說是目前這場爭

論需要解決的關鍵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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